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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提升要素市场配置效率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关键。 本文以 “宽

带中国” 示范城市 (城市群) 创建为准自然实验, 选取 2012—2023 年中国 275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

数据, 运用双重机器学习方法, 实证考察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要素市场配置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研究发现: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提升要素市场配置效率, 有效缓解资本、 劳动及整体市场的扭曲程度;
其作用主要通过增强城市创新能力、 优化就业结构与促进数字金融发展三条路径实现。 此外, 数字基础

设施建设的影响效应在非资源型城市、 非老工业基地城市以及经济发达地区更为明显。 本研究为理解数

字技术如何优化要素市场配置、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与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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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提出

当前, 全球经济社会正经历一场以数字化、 网络化、 智能化为核心特征的深刻变革。 以大数据、 人

工智能、 物联网和云计算为代表的数字技术, 不仅催生出新兴的产业形态与商业模式, 更重塑着全球分

工体系与经济增长的内在逻辑。 在此进程中, 数字基础设施作为支撑数据要素流通、 赋能技术融合应用、
连接物理与数字空间的战略性底座, 其重要性已上升至关乎国家综合竞争力的核心层面。 中国正处于经

济高质量发展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 构建高速泛在、 天地一体、 云网融合的数字基础设施体系, 不仅

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抉择, 更是畅通国民经济循环、 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构建

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支撑。 在这一宏观趋势下, 破除市场分割、 促进商品与要素自由流动, 加快建设高效

规范、 公平竞争的全国统一大市场, 已成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激发内源增长动力的重要战略部署。 《中

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 明确指出, 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

动, 加快建设高效规范、 公平竞争、 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 统一大市场的本质, 是在市场机制作

用下实现规则、 标准、 监管与服务的统一, 最终构建起市场准入畅通、 竞争有序、 开放兼容、 监管有力

的现代市场体系。
长期以来, 中国要素市场存在着较为突出的配置扭曲与区域分割现象, 主要表现为: 资本在所有

制、 行业与区域间流动不畅, 面临一定的隐性壁垒; 劳动力受户籍、 社会保障及公共服务差异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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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区域自由迁移受限, 结构性失业与技能错配问题并存; 技术、 数据等新型要素的市场化配置机制尚

不健全, 价值实现渠道不够畅通[1] 。 这些扭曲一部分源于信息不对称与地理阻隔, 另一部分则与地方

保护、 行政干预等制度性因素相关。 其后果是生产要素难以从低效部门向高效部门顺畅转移, 导致经

济整体面临显著的 “资源错配效率损失” [2] , 进而成为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深层矛盾。
在此背景下, 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完善为缓解要素市场扭曲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与实践路径。 作

为降低信息成本、 打破地理与行政壁垒的关键载体, 数字基础设施能够通过提升信息透明度、 促进平台

化交易与实现精准匹配, 重构要素市场的运行逻辑。 高速网络与数字平台使资本供求信息更为对称, 助

力劳动力实现跨区域、 跨岗位的高效配置, 并加速技术成果的转化与应用。 因此, 数字基础设施的普及

与升级, 能够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与降低交易成本, 为促进要素市场化配置、 提升整体经济效率提供技

术基础。 基于上述战略考量, 中国从国家层面系统实施了 “宽带中国” 战略。 该战略不仅是一项信息通

信领域的产业政策, 更是夯实数字化发展根基、 赋能经济社会全面转型的顶层设计。
自 2013 年起一系列政策的密集出台与滚动实施 (见表 1), 形成了清晰的 “中央部署—地方试点—全

国推广” 的推进路径。 2014—2016 年, 工业和信息化部与国家发展改革委分三批累计遴选出 117 个 “宽

带中国” 示范城市 (城市群)。 政策期内, 这些试点城市 (城市群) 在网络覆盖、 接入速率、 用户普及等

数字基础设施的核心维度上获得优先支持, 并承诺达到全国领先水平。 这种在时间上交错、 在空间上非

均衡实施的政策干预, 为观察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地方经济产生的 “处理效应” 提供了良好的准自然实

验场景。 由此引申出本文关注的核心问题: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是否能够提升要素市场配置效率并缓解要

素扭曲? 其内在的作用机制是什么? 该效应是否因城市异质性而呈现差异? 为系统回答上述问题, 本文

将 “宽带中国” 示范城市 (城市群) 创建视为一项外生冲击, 借鉴李增福与云锋[3]的研究思路, 将政策

虚拟变量作为城市数字基础设施发展的代理变量, 运用双重机器学习模型, 实证评估其对要素市场配置

效率的因果效应, 并对其内在机制与异质性进行深入分析。

表 1　 “宽带中国” 战略实施过程

出台时间 政策文件 相关政策内容

2013 年 《 “宽带中国” 战略及实施方案》 (国发

〔2013〕 31 号)
首次在国家战略层面明确定义宽带网络为 “战略性公共基础设施”, 并系统

部署了网络覆盖、 接入速率、 普及应用等基础设施发展核心指标, 为衡量

地区数字基建水平提供了根本政策依据与维度框架

2014 年
《关于开展创建 “ 宽带中国” 示范城市

(城市群) 工作的通知》 ( 工信厅联通

〔2014〕 5 号)

正式启动试点工作, 明确将宽带接入能力、 固定宽带家庭普及率、 宽带用

户渗透率等量化指标作为示范城市的创建与评审核心标准, 直接操作化了

数字基础设施的衡量变量

2015 年 《关于实施 “宽带中国” 2015 专项行动

的意见》
提出年度 “提速降费” 具体目标, 如城市光纤到户覆盖能力、 4G 网络覆盖

深度等, 聚焦于基础设施 “性能” 指标的提升, 使数字基建变量从 “有无”
向 “质量” 深化

2018 年 《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资委关于深入推进

网络提速降费加快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

2018 专项行动的实施意见》 (工信部联通

信 〔2018〕 87 号)

在 “宽带中国” 框架下, 进一步强调提升骨干网容量、 扩容城域网等网络

承载能力, 并推动宽带在垂直行业的融合应用, 拓展了数字基础设施变量

的内涵, 涵盖支撑能力与应用深度

　 　 注: 资料来源于中国政府网。

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如下: 第一, 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要素市场配置效率置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

设的宏观战略背景下进行研究, 为理解数字技术如何通过优化要素市场配置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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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析框架; 第二, 深入探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影响要素市场配置效率的作用机制———创新驱动、 就业

优化与金融赋能, 为数字技术赋能要素市场化改革、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 第三, 基于产

业结构弹性、 制度转型深度与技术吸收能力等理论逻辑, 对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异质性影响进行了分组

检验, 深化了对数字技术经济回报边界条件的认识。

二、 文献综述

随着全球信息化进程的推进, 数字基础设施已成为驱动经济发展与结构转型的核心动力, 其对要素

市场配置效率与扭曲程度的影响备受学术界关注。 从理论层面看, 早期研究已关注到互联网技术在缓解

信息不对称方面的作用, 如互联网能有效减少资本市场的信息不对称, 提升风险控制能力[4] 。 在此基础

上, 何大安和任晓进一步从信息完整性、 产业结构、 投资者行为和数据挖掘技术四个维度, 系统阐释了

互联网时代资源配置机制的演变特征[5] 。
在实证层面, 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考察了数字基础设施对资源配置的影响, 研究结论存在一定分歧。

部分研究认为, 互联网发展提升了资源配置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6] 。 更多研究则强调, 随着数字基础设

施的普及与升级, 其与实体经济的融合不断加深, 有助于优化要素供需匹配、 降低市场准入门槛、 缓解

资源配置扭曲[7] 。 特别是在劳动力市场方面, 互联网通过信息共享机制缓解就业信息不对称, 促进岗位

匹配, 减少劳动力市场扭曲[8] 。 近期的研究进一步从企业层面证实,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能够通过扩大生

产规模、 深化专业化分工及赋能数字化转型等多重机制, 促进企业劳动雇佣的增长[9] 。 此外, 数字基础

设施还通过推动技术创新与产业重构, 提升信息流通效率[10] 。 值得注意的是, 互联网对要素市场扭曲的

改善作用可能存在阈值效应, 即其正面效果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才显现[11] 。 这些研究为理解数字基础设

施与要素市场配置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重要参考。
在宏观层面, 研究表明以 “宽带中国” 为代表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能提升城市经济韧性, 其机制包

括产业结构升级、 技术创新和金融集聚等[12] 。 这呼应了区域经济韧性的理论框架[13] , 说明数字基础设施

有助于增强区域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 此外, 数字基础设施还可通过促进区域创新与人力资本集聚, 推

动区域协调发展[14] , 体现出其在促进经济均衡与包容性增长方面的积极作用。 最新研究进一步验证了其

具体作用渠道, 表明 “宽带中国” 战略主要通过驱动产业结构升级与技术创新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并

存在空间溢出效应[15] 。 数字基础设施不仅促进本地发展, 还对邻近区域的城乡融合[16] 与经济高质量发

展[17] 产生正向空间溢出效应, 但其辐射效应受地理距离的制约。 在微观机制方面, 数字基础设施的核心

作用体现在优化信息环境与促进创新。 研究显示, 网络基础设施通过提升企业的市场信息与技术信息可

得性, 拓展了企业的创新边界, 提升了创新质量[18] , 这体现了数字技术促进知识流动与缓解信息不对称

的功能[19] 。 从新质生产力的视角看, 数字基础设施能有效推动企业增加创新投入与产出, 其核心机制在

于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20] 。 从产业视角看, 数字经济通过技术进步、 技术效率提升与规模效率改善等多

条路径, 推动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6] , 体现了数字技术由微观向宏观传导的链条。 此外, 数字基

础设施还能通过促进绿色技术创新, 进而推动国内价值链循环[21] 。 要素错配作为制约经济效率的核心问

题, 其矫正机制与数字技术密切相关。 要素市场分割是导致错配的重要制度成因, 而数字技术则被视为

矫正错配的新兴力量。 研究表明, 平台经济既能直接改善要素错配, 也可通过降低市场分割间接发挥作

用, 但其效果受市场分割程度的门槛效应制约[22] 。 类似地, 数字金融可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来抑制资本

错配, 但这一作用同样受到市场分割的削弱[23] 。 有学者则指出, 互联网主要通过调整要素价格信号来矫

正要素配置过度现象[24] 。 这些研究表明, 数字经济发展虽有助于改善要素市场配置, 但其效能受制于既

有市场环境。
综上所述, 现有研究已初步勾勒出数字基础设施影响要素市场配置的逻辑链条: 通过改善信息可得

性、 促进知识溢出与技术创新, 不仅直接提升了企业生产率和产业效率, 增强经济韧性, 还通过平台经

济、 数字金融等形式直接或间接地缓解要素错配。 近期研究进一步丰富了这一链条, 从宏观区域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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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观要素市场配置到微观企业生产与雇佣, 提供了更为细化的机制证据, 并强调了其空间溢出效应、 对

新质生产力的驱动作用以及对城乡融合、 价值链循环等宏观结构的影响。 然而, 这一过程高度依赖于统

一、 竞争、 有序的市场环境, 市场分割仍构成明显制约。 与此同时, 数字技术的效应亦与产业空间组织、
制度安排等相互交织, 共同形塑区域资源配置格局。 尽管现有成果丰硕, 但关于数字基础设施影响要素

市场配置的效应强度、 具体机制及异质性, 仍缺乏基于全国城市样本、 结合准自然实验与前沿因果推断

方法的系统评估。 为此, 本文以 “宽带中国” 示范城市 (城市群) 创建作为外生冲击, 基于 2012—2023
年 275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 从资本、 劳动和整体市场三个维度测度要素市场配置效率与扭曲程

度, 运用双重机器学习模型进行因果识别, 系统检验数字基础设施对要素市场配置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并进一步探讨城市在资源禀赋、 工业基础与发展水平等方面的异质性效应, 以期为推动要素市场化改革

与区域协调发展提供经验证据。

三、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数字基础设施的持续完善, 深刻重塑着生产要素的流动与配置模式。 该影响主要通过缓解信息不对

称的直接效应, 以及依托创新驱动、 就业优化与金融赋能等间接机制得以实现。
(一) 数字基础设施对要素市场配置效率的直接影响

资源有效配置的理想状态是生产要素能够自由流向边际产出最高的部门。 然而, 现实经济运行中存

在广泛的信息不对称, 这被认为是阻碍要素市场配置效率提升的核心障碍[4] 。 在传统要素市场中, 资本、
劳动力等供需双方往往因地理分隔、 数据缺失或信号失真而难以精准匹配。 需求方为识别要素质量需支

付高昂的搜寻与验证成本, 供给方也难以触达最需要资源的应用场景。 这种普遍存在的信息摩擦扭曲了

价格信号, 导致大量生产要素或滞留于低效部门, 或进行非生产性套利, 从而造成资源错配与效率损失。
数字基础设施的广泛建设与深度应用, 为缓解上述信息摩擦提供了技术基础与市场解决方案。 高速网络

与智能平台突破了信息的时空约束, 使得要素的供求信息、 价格信号与质量数据得以以前所未有的规模、
速度和精度进行汇集、 处理与传播。 这一变革产生了多重直接影响: 其一, 显著降低了市场参与者的信

息搜寻与匹配成本, 使供需对接更为便捷; 其二, 信息的透明化与易得性削弱了信息优势方的议价能力,
有助于要素价格更真实地反映其稀缺程度与边际贡献; 其三, 数字平台提供的标准化、 可追溯的信息服

务, 增强了对远距离、 陌生交易对象的信任, 拓展了要素的可配置空间与流动半径。 基于此, 本文认为,
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与普及能够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这一根本性的市场摩擦, 有效提升资本、 劳动等生

产要素的跨区域、 跨行业配置效率, 降低整体市场的扭曲程度。
基于以上分析, 本文提出假设 1: 数字基础设施能够降低要素市场配置扭曲程度, 提升要素市场配置

效率。
(二) 数字基础设施影响要素市场配置效率的作用机制

数字基础设施对要素市场配置的改善, 依赖于其对经济系统中多个核心环节的协同赋能。 数字技术

不仅直接破除了信息壁垒, 更通过增强城市创新能力、 优化就业结构与促进数字金融发展三条相互关联

的路径, 共同缓解要素错配, 提升要素市场配置效率。 从理论上看, 要素市场扭曲集中体现在资本、 劳

动与技术的错配上。 因此, 本文选取的机制分别对应: 数字金融发展旨在缓解资本错配, 就业结构优化

旨在缓解劳动错配, 城市创新则通过技术进步与知识溢出提升要素市场配置效率。 这三个维度构成了分

析数字基础设施赋能要素市场配置相对完整的理论框架, 具体而言:
第一, 创新驱动机制。 数字基础设施通过促进数据资源跨区域快速流通与互动, 不仅加强了城市间

的合作与资源整合, 也助力创新资本要素在区域与产业间流动, 激发协同创新的 “同群效应” [25] 。 数字

技术吸引了高新技术产业集聚, 支撑了本地创新成果转化; 技术创新作为现代服务业转型的核心驱动力,
能创造新增长点与就业机会, 促进经济增长红利共享。 通过知识溢出与技术扩散, 创新活动能提升区域

整体技术水平与生产效率, 从而优化资源配置, 促进经济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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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就业结构优化机制。 数字基础设施的全面推广显著降低了信息传播成本, 扩充了就业信息总

量, 为求职者拓宽了搜索视野并提升了匹配效能[26] 。 网络信息的自由流动有助于劳动者深化对岗位的认

知, 优化职业转换路径, 促进薪资合理增长。 同时, 互联网发展直接拉动了通信设备、 新材料等高技术

行业的劳动力需求, 并催生出大量新业态与新商业模式, 创造了多元化的就业岗位[27] 。 此外, 互联网应

用加速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 增加了城市劳动力供给, 提升了低技能劳动者的非农就业机会[8] , 这

有助于促进人力资本的合理流动与收入分配均衡, 缓解因信息不平等导致的资源错配。
第三, 促进金融发展机制。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打破了传统金融服务的地理局限, 使偏远地区居民能

够便捷地进行远程金融交易, 显著扩展了金融服务的覆盖广度与深度[28] 。 在此基础上, 数字普惠金融以

较低的服务成本, 为弱势群体提供了更精准的金融服务。 线上支付与融资平台简化了资本转移流程, 大

幅降低了交易成本, 加速了资本周转, 从而提高了要素市场配置效率。 研究表明, 互联网金融服务有效

促进了资本流向长期被传统金融忽视的小微企业, 填补了金融供给缺口, 优化了金融资源配置[29] 。
基于以上分析, 本文提出假设 2: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能够通过增强城市创新能力、 优化就业结构、 促

进数字金融发展三条路径, 降低要素市场配置扭曲, 提升要素市场配置效率。

四、 实证设计

(一)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为保证数据完整性与可获性, 本文选取中国 275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作为研究对象。 核心被解释变量的

样本区间为 2012—2023 年。 在模型设定上, 为缓解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并捕捉政策效果的滞后性, 所有控

制变量均作滞后一期处理, 其样本区间相应为 2011—2022 年。 为提高模型拟合度, 回归中纳入了控制变

量的二次项。 同时, 通过引入城市与年份虚拟变量, 控制了城市固定效应与时间固定效应。 在参数估计

中, 本文对所有回归的稳健标准误进行了城市层面的聚类调整, 以处理同一城市不同时期观测值可能存

在的组内自相关。 数据来源于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 (CNRDS)
 

及北京大学数字

金融研究中心。 针对少量数据缺失, 本研究通过查阅各城市统计年鉴进行补充, 或采用插值法予以处理。
(二) 模型设定

本文旨在考察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要素市场配置效率及扭曲程度的影响。 截至目前, 相关文献多使

用双重差分模型来分析 “宽带中国” 战略的实施效果。 然而, 这种方法依赖于一系列严格的假设条件,
其中包括预设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为线性, 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该模型的应用范围。 切

尔诺茹科夫等 (Chernozhukov
 

et
 

al. ) [30] 引入了双重机器学习这一概念, 它提供了一种改进传统因果推断

方法的新途径, 能够缓解传统线性模型中预先设定的关系所带来的偏差, 并克服高维度数据带来的挑战。
因此, 本文选择双重机器学习模型来评估 “宽带中国” 战略的效果, 并参考王茹婷等[31] 的研究, 设定部

分线性模型如下:
FAC it +1 =θ0Broadbandit + g(X it) +Uit (1)

其中, i、 t 分别表示城市、 年份; FAC it+1 表示被解释变量, 具体而言是指要素市场配置效率; Broad-
bandit 为 “宽带中国” 示范城市 (城市群) 创建的虚拟变量, 若城市入选取值为 1, 若未入选则取值为 0;
θ0 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要素市场配置的政策效应。 X it 为高维控制变量集合, 包括地级市、 企业层级的

控制变量。 g(X it) 为高维控制变量的未知函数, Uit 为误差项, 条件均值设置为 0。
双重机器学习采用机器学习及其正则化算法估计具体函数形式 ĝ(X it) , 必然地引入正则偏误, 尽管

它能避免估计量的方差过高, 但同样使得估计量失去无偏性。 为提升收敛速率, 并确保在样本量较小的

情形下, 系数估计量能够满足无偏性要求, 本文构建了相应的辅助回归模型:
Broadbandtit = m(X it) +Vit (2)

m(X it) 表示解释变量对高维控制变量的回归函数, 同样需要采用机器学习算法估计其具体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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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X it) , Vit 为误差项, 条件均值为 0。 基于式 (1) 和式 (2), 即可获得 θ0 的无偏估计量 θ̂0。
(三) 变量定义

1. 被解释变量

本文基于谢长泰等 (Hsieh
 

et
 

al. ) [2] 、 李青原和章尹赛楠[32] 的相关理论研究, 从资本、 劳动和市场三

方面来衡量要素市场配置效率。 具体测算如下: 设定生产函数为规模报酬不变的柯布-道格拉斯函数

并取其对数, lnY it = lnA + βk lnK it + β l lnL it + ε it , 得到资本扭曲系数和劳动扭曲系数分别为 PIR it =
βkY it

rK it

- 1 和LAB it =
βlYit

wLit

- 1 。 其中, Yit 为地区生产总值; K it 为资本存量, 采用永续盘存法测算; Lit 为

劳动力数量, 采用城市年末单位从业总人口衡量; r 为资本价格, 设定为 10%, 含折旧与实际利率; w 为劳

动价格, 由各城市在岗职工平均工资表示; βk 和 βl 分别为资本与劳动的产出弹性, 由生产函数回归估计

得到, 且满足 βk + β l = 1。 进一步地, 综合资本与劳动扭曲系数得到整体市场扭曲指数 MAR it =

(PIR it) 2 + (LAB it) 2 。 为便于回归结果的经济含义解释, 将整体市场扭曲逆向转换为正向的要素市场配

置效率指标 FAC it =
max(MAR) - MAR it

max(MAR) - min(MAR)
, 该指标取值介于 0 到 1 之间, 数值越大表示要素市场配置

效率越高。 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 有效配置要素旨在通过促进资源的自由流通来最大化社会生产力。 当

出现要素配置不当或市场失灵时, 表明系统未能达到最优运作状态。
2. 解释变量

依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布的 “宽带中国” 示范城市 (或城市群) 名录, 本文将这些地区的信息与相

应的城市统计数据进行了匹配, 最终识别出 106 个受该政策影响的实验组城市, 以及 169 个未直接受该政

策影响的对照组城市。 此外, 结合各示范城市 (或城市群) 政策实施的具体时间节点, 本文构建了 “宽

带中国” 示范城市 (城市群) 创建虚拟变量 Broadband。
3. 控制变量

为提高政策效果估算的精准度, 本文参考刘诚和夏杰长[33] 的研究, 引入了多种可能对要素市场配置

产生影响的控制因素。 控制变量具体包括: 教育投入 (Edu), 以教育支出与地区生产总值比值衡量; 科

技投入 (Sci), 以科学技术支出与地区生产总值比值衡量; 环境规制 (Env), 以环保词汇与工作报告总

词数比值衡量; 互联网普及率 ( Inter), 以互联网用户数占总人口比值衡量; 城镇化水平 (Urban), 以城

镇常住人口与总常住人口比值衡量; 居民消费 (Consump), 以消费品零售额与地区生产总值比值衡量;
对外开放水平 (Ope), 以进出口总额与地区生产总值比值衡量; 政府干预 (Gov), 以地方财政一般预算

内支出与地区生产总值比值衡量。
4. 机制变量

为解释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如何影响要素市场配置, 本文通过增强城市创新能力、 优化就业结构以及

促进金融发展三个维度进行阐释。 (1) 为全面捕捉数字基础设施对城市创新能力的影响, 本文分别从总

体创新与绿色转型创新两个层面进行衡量: 采用城市年度专利申请总量的自然对数度量技术创新水平

(lnPatent), 以反映综合创新产出与活跃度; 采用城市年度绿色专利申请量的自然对数度量绿色技术创新

水平 (lnGPatent), 以反映其在绿色技术领域的创新努力与可持续发展导向。 (2) 在优化就业结构方面,
为衡量数字基础设施对劳动力市场的改善作用, 本文从规模与质量两个角度设定变量: 采用在岗职工平

均人数的自然对数度量就业规模 (lnScale), 以反映就业岗位的创造与吸纳能力; 采用在岗职工人均工资

的自然对数度量从业质量 (lnIncome), 以反映劳动力市场匹配效率与人力资本回报的提升。 (3) 在促进

金融发展方面, 为更精准地测度数字基础设施通过提升金融服务效率优化资本配置的路径, 本文采用北

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DFI) 来衡量数字金融发展水平。 该指数从覆盖广度、 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

综合评估了金融服务的数字化与普惠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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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变量描述性统计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 2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类型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FAC 3
 

300 0. 316
 

0 0. 170
 

0 0. 003
 

3 1. 189
 

2

解释变量 Broadband 3
 

300 0. 273
 

2 0. 445
 

7 0 1

控制变量 Edu 3
 

300 0. 175
 

0 0. 039
 

8 0. 024
 

6 0. 368
 

2

Sci 3
 

300 0. 026
 

3 0. 018
 

3 0. 001
 

0 0. 208
 

6

Env 3
 

300 0. 003
 

6 0. 001
 

8 0. 000
 

0 0. 012
 

4

Inter 3
 

300 0. 664
 

0 0. 259
 

1 0. 151
 

2 0. 921
 

7

Urban 3
 

300 0. 620
 

7 0. 143
 

6 0. 250
 

0 0. 902
 

1

Consump 3
 

300 0. 390
 

7 0. 108
 

0 0. 178
 

6 0. 682
 

4

Ope 3
 

300 0. 176
 

6 0. 270
 

9 0. 000
 

0 2. 492
 

1

Gov 3
 

300 0. 177
 

1 0. 096
 

8 0. 023
 

4 0. 727
 

3

五、 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 基准回归

本文运用双重机器学习模型, 评估 “宽带中国” 战略对城市要素市场配置的影响。 研究运用随机

森林算法进行预测分析, 采用 1 ∶ 4 的样本分割比例, 结果如表 3 所示。 第一列回归纳入了城市固定效

应、 时间固定效应及其他城市变量的一阶项, 覆盖了整个样本区间。 结果显示, “宽带中国” 战略提升

了城市要素市场配置效率, 说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在优化资源配置中具有关键作用。
为进一步验证这一发现, 第二列回归在前列基础上控制了城市变量的二阶项, 回归系数仍显著为正,

且数值变动不大, 此结果支持了假设 1, 即 “宽带中国” 战略对提升城市要素市场配置效率具有持续正面

影响, 证实了该政策的有效性和持久性。 为深入分析 “宽带中国” 战略对要素市场不同维度的具体影响,
后三列分别报告了该战略对整体市场要素扭曲、 资本要素扭曲及劳动要素扭曲影响的回归系数。 结果显

示, 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 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数字基础设施有助于提高要素市场配置效率, 降低整体

市场要素、 资本要素及劳动要素的扭曲程度。 随着数字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 信息技术产业如人工智能、
物联网和区块链正在重新定义要素市场配置的方式。 数字基础设施的发展不仅推动了传统产业的数字化

转型, 还为劳动力、 资本和技术等关键要素创造了更多样的配置途径, 有效缓解了供需之间的矛盾, 提

高了资源配置效率。

表 3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FAC FAC PIR LAB MAR

Broadband 0. 028
 

5∗∗∗ 0. 031
 

2∗∗∗ -0. 257
 

1∗∗∗ -0. 245
 

6∗∗ -0. 166
 

8∗∗∗

(0. 007
 

9) (0. 007
 

9) (0. 037
 

5) (0. 096
 

9) (0. 027
 

2)

控制变量一次项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变量二次项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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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续)

变量 FAC FAC PIR LAB MAR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3
 

300 3
 

300 3
 

300 3
 

300 3
 

300

　 　 注:∗∗∗ 、∗∗和∗分别表示在 1%、 5%和 10%水平下显著, 括号内为聚类在城市层面的稳健标准误。 后表同。

(二) 稳健性检验

为检验结论的稳健性, 本文进行了一系列检验: (1) 调整研究样本, 排除宽带基础设施较强的直

辖市 (北京、 天津、 上海、 重庆) 和较弱的地区 (贵州、 西藏、 甘肃、 宁夏、 青海、 新疆、 云南) ,
并限定 “宽带中国” 战略发布前后 2 年为对称时间窗口, 使用 2012—2018 年样本重新回归; ( 2) 对

连续变量分别进行上下 1%及 5%分位的缩尾处理, 以控制异常值影响; (3) 在基准回归中纳入省份-
时间交互固定效应, 以控制省份层面时变因素的影响; (4) 控制 “智慧城市” 与 “国家大数据综合试

验区” 等并行政策的虚拟变量, 以排除其他政策干扰。 结果 (限于篇幅不再详细报告, 留存备索) 显

示, 核心结论依然稳健。
双重机器学习算法需要设定初始参数, 为排除模型设定不同影响结果的可能性, 本文从两方面调整

双重机器学习模型设定以验证结论稳健性: 变更样本分割比例为 1 ∶ 2 和 1 ∶ 7; 改用套索回归和神经网络

进行回归。 结果 (限于篇幅不再详细报告, 留存备索) 表明, 核心结论依然稳健。
(三) 机制检验

上文研究已证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提升要素市场配置效率, 为进一步探究其内在传导机制, 本

文借鉴江艇[34] 的思路, 从城市创新能力、 就业结构与数字金融三个视角进行考察。 基于双重机器学习的

部分线性机制分析模型设定如下:
Mit +1 =θ0Broadbandit + g(X t) +Uit (3)

其中, Mit +1 为机制变量, 其他变量与前文一致。 本文重点检验系数 θ0 是否显著。
1. 城市创新能力

为验证数字基础设施能否通过增强城市创新能力来提高要素市场配置效率, 本文从总体创新产出

(Patent) 与绿色转型创新 (GPatent) 两个层面构建度量指标。 表 4 前两列回归结果表明, 数字基础设施

建设对城市专利申请总量和绿色专利申请量均具有统计上显著的正向影响。 这一结果表明 “宽带中国”
战略作为通用目的技术的重要载体, 催化了城市创新生态, 进而优化要素市场配置。 具体有三条路径。
其一, 降低知识获取与协作成本。 高速网络打破了地理与信息壁垒, 促进了高校、 科研院所、 企业之间

的知识溢出与研发合作, 使得人才、 数据、 技术等核心创新要素能够跨组织、 跨区域高效重组。 其二,
驱动产业智能化转型与集聚。 数字基础设施为人工智能、 大数据分析等技术应用提供了底层支撑, 吸引

了高技术制造业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 这种集聚效应不仅提升了本地产业链的复杂度与韧性, 也通

过竞争与示范效应激发了整体创新活力。 其三, 赋能绿色低碳转型。 数字技术显著提升了环境监测、 能

源管理和循环经济流程的智能化水平, 直接降低了绿色技术研发与应用的不确定性, 从而激励企业将创

新资源导向绿色专利的创造, 推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协同, 实现生产要素向更可持续的领域优化

配置。
2. 就业结构

为验证数字基础设施是否通过优化就业结构影响要素市场配置效率, 本文采用在岗职工平均人数

(Scale) 和人均工资 ( Income) 来衡量就业结构并进行回归分析。 表 4 中间两列回归结果显示, 政策变量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 表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能够通过优化就业结构提高要素市场配置效率。 此结果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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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归因于互联网宽带技术的广泛普及, 它降低了信息传输的成本, 从而增加了就业信息的可获得性并提

升了求职效率。 网络信息的自由流通不仅帮助在职员工深入理解工作内容, 还优化了职业转换路径, 有

助于实现薪资水平的合理增长。 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推动了技术密集型行业就业需求的增长, 催生了新的

商业模式和就业岗位。 此外, 互联网应用进一步加速了城乡间居民的流动, 增加了城市劳动力的供给,
提升了低技能劳动者就业水平, 有助于促进收入和就业机会的均等化。 这些变化共同优化了就业环境,
促进了人力资本的合理流动, 缓解了信息不对称问题, 并降低了市场准入门槛, 进而提升了整体的要素

市场配置效率。
3. 数字金融

金融是现代经济资源配置的核心。 本文采用综合性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DFI) 作为数字金融的代理

变量进行机制检验, 由表 4 最后一列回归结果可以看出,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数字金融发展具有明显的正

向效应。 这证实了数字基础设施通过推动金融行业的深度数字化转型, 优化了资本要素的配置路径。 一

方面, 拓展金融服务边界与普惠性。 移动支付、 在线信贷等数字金融模式突破了传统物理网点的限制,
将金融服务延伸至小微企业和偏远地区, 提升了金融服务的可得性, 将更多社会闲散资金导入生产性领

域。 另一方面, 提升风险定价与资本配置效率。 大数据、 云计算等技术使得金融机构能够更精准地评估

客户信用、 动态监测资金流向, 从而降低信贷风险、 提高审批效率, 引导资本更快速、 更准确地投向最

具活力和创新潜力的企业与项目。 数字金融的发展实质上构建了一个更具包容性、 效率更高的资本要素

配置新市场, 使得资本这一关键要素的流动更加畅通、 精准。

表 4　 机制检验回归结果

变量 Patent GPatent Scale Income DFI

Broadband 0. 312
 

6∗∗∗ 0. 458
 

4∗∗∗ 0. 136
 

9∗∗∗ 0. 034
 

7∗∗ 0. 282
 

6∗∗

(0. 053
 

1) (0. 039
 

2) (0. 038
 

7) (0. 006
 

9) (0. 047
 

8)

控制变量一次项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变量二次项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3
 

300 3
 

300 3
 

300 3
 

300 3
 

300

综上所述, 城市创新、 就业结构与金融发展的机制检验的回归结果均统计显著。 这表明, 数字基础

设施确实能够通过增强城市创新能力、 优化就业结构及促进数字金融发展, 有效提升要素市场配置效率,
假设 2 由此得到验证。

(四) 异质性分析

为进一步强化因果推断, 并探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要素市场配置效率影响的边界条件, 本文从资

源禀赋、 工业发展基础与经济发展水平三个维度进行异质性分析。
1. 资源禀赋

基于 《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 (2013—2020 年) 》 的分类, 本文将样本划分为资源型城市

与非资源型城市。 表 5 的回归结果表明, “宽带中国” 战略提升了非资源型城市的要素市场配置效率, 但

对资源型城市的影响在统计上不显著。 这一鲜明对比为因果关系提供了重要支撑。 资源型城市通常陷入

“资源诅咒” 困境, 经济增长高度依赖资本密集的采掘业, 形成了单一、 僵化的产业结构。 这种结构性锁

定不仅妨碍了新兴产业与多样化市场主体的发展, 特别是抑制了中小科技企业的萌发, 也降低了对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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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等新型要素的敏感度与需求。 因此, 即便数字基础设施改善了信息环境, 其催生的新要素、 新业态

也难以在传统的资源依赖型经济生态中找到有效的嫁接点与增值空间。 相反, 非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更

多元, 要素组合更灵活, 为数字技术促进要素跨部门流动与再配置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该结果表明, 数

字基础设施建设的配置优化效应强烈依赖于一个多元化、 富有弹性的产业生态。 若观测到的效应仅是普

惠性的政策红利, 则理应在两类城市中均呈现类似的影响。 因此, 这一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 将总体效

应简单归因于宏观趋势或普遍性政策冲击的解释力是有限的。
2. 工业发展基础

根据 《全国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规划 (2013—2022 年)》, 本文将样本区分为老工业基地城市与非老

工业基地城市。 表 5 的回归结果表明, “宽带中国”
 

战略对非老工业基地城市的要素市场配置效率有明显

的提升作用, 但在老工业基地城市则效果不明显。 这一差异深刻揭示了初始制度条件对技术赋能效果的

调节作用。 老工业基地城市承载着厚重的计划经济遗产, 其资源配置长期受制于行政指令、 所有制分割

与僵化的企业组织形态, 形成了强烈的制度惯性与路径依赖。 这种制度环境不仅本身构成了要素自由流

动的隐性壁垒, 也可能导致数字基础设施与既有生产体系 “貌合神离”, 即技术被引入, 但深层次的决策

流程、 激励结构与要素定价机制并未发生根本性变革。 换言之, 物理网络的建设并未能有效穿透厚重的

制度壁垒。 相比之下, 非老工业基地城市的历史包袱较轻, 市场机制相对健全, 数字技术更易于嵌入并

重塑资源配置的微观过程。 此结果揭示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作用不仅限于技术层面, 更受到既有制度

环境的深刻影响, 其效能释放存在 “制度门槛”。 这支持了如下推断: 不同城市在制度转型与市场机制完

善程度上的差异是导致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经济回报出现分化的重要原因。
3. 城市经济发展水平

鉴于中国不同地区和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因制度政策、 资源禀赋、 产业发展等因素而存在一定差

异, 数字基础设施对不同层级城市的要素市场配置也有所差异。 本文按照学术界常用标准将研究样本

进行分类: 经济发达城市, 包含一、 二线城市; 较发达城市, 指三线城市; 欠发达城市, 包含四、 五

线城市。 表 5 的回归结果显示, “宽带中国”
 

战略的积极效应存在明显的梯度特征: 对发达城市作用最

强, 较发达城市次之, 对欠发达城市的作用则相对最弱。 这一梯度模式完美契合技术吸收能力理论,
构成了支持因果关系的又一有力证据。 数字基础设施作为通用技术, 其经济回报的高低, 关键在于所

在地区是否拥有与之匹配的互补性资产, 如高水平人力资本、 成熟的风险资本、 高效的供应链体系以及

活跃的创新创业文化。 发达城市在这些方面具备显著优势, 因此能最大化数字红利, 实现要素市场配置

的深度优化。 欠发达城市虽接入了相同的网络, 却因互补性资产薄弱, 在利用网络进行复杂知识交换、
高效率匹配与高风险创新等方面能力不足, 从而限制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效应。 这种效应强度与城市

综合发展水平正相关的模式, 与技术吸收能力的理论预期相一致, 支持了本文的核心结论。

表 5　 异质性分析回归结果

变量
资源禀赋 工业发展基础 城市经济发展水平

资源型 非资源型 老工业基地 非工业基地 发达 较发达 欠发达

Broadband 0. 001
 

2 0. 027
 

8∗∗∗ 0. 002
 

7 0. 036
 

6∗∗∗ 0. 048
 

2∗∗∗ 0. 031
 

8∗∗ 0. 020
 

8∗

(0. 015
 

3) (0. 016
 

3) (0. 013
 

6) (0. 010
 

3) (0. 016
 

3) (0. 012
 

7) (0. 011
 

8)

控制变量一次项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变量二次项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1
 

327 1
 

973 1
 

110 2
 

190 592 808 1
 

900

76

首
都
经
济
贸
易
大
学
学
报



2026 年第 3 期 田新豹, 王欣然: 数字基础设施对要素市场配置的影响研究

六、 结论与建议

本文立足中国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战略背景, 以 “宽带中国” 示范城市 (城市群) 创建为准

自然实验, 基于 2012—2023 年 275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 运用双重机器学习模型, 评估了数字

基础设施建设对要素市场配置效率的影响效应, 并检验其内在影响机制。 研究发现,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提升了城市的要素市场配置效率, 并有效降低了资本、 劳动力及整体市场的扭曲程度。 这一核心结论在

经过稳健性检验及多种机器学习算法验证后依然成立。 机制分析揭示, 数字基础设施的配置优化效应主

要通过三条关键路径实现: 一是通过促进知识溢出与产业集聚增强城市创新能力, 特别是绿色技术创新;
二是通过改善信息匹配与催生新业态来优化就业规模与质量; 三是通过拓展服务边界与提升风险定价能

力促进数字金融发展。 异质性分析表明, 数字基础设施的经济回报存在边界条件, 其对要素市场配置的

改善效应在非资源型城市、 非老工业基地城市以及经济发达城市中更为突出。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 为推动数字基础设施更好地服务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与区域协调发展, 本文

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 坚持战略引领与高质量建设并重, 强化数字基础设施的普惠性与赋能性。 国家层面需继续将

数字基础设施置于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核心位置, 在持续扩大网络覆盖范围、 提升接入速率的基础上,
更加注重网络质量的可靠性、 时延等性能指标, 以及在中西部地区、 偏远地区的普惠接入。 政策制定应

超越 “硬件” 投入思维, 转向 “连通+能力” 并重, 鼓励 5G、 千兆光网、 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

与工业互联网、 智慧城市等应用场景深度融合, 切实降低经济社会各领域获取和使用数字技术的综合成

本, 最大化其降低信息摩擦、 赋能要素流动的底层价值。
第二, 构建数据驱动、 制度协同的要素市场配置新生态。 为系统性地释放数字基础设施对要素市

场配置的优化潜能, 需着力推动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与多维度政策协同相互赋能, 形成技术与制度良

性互动的融合发展格局。 其核心在于, 将数据这一新型生产要素深度嵌入传统要素的配置全过程, 通

过建立统一规范、 安全高效的数据要素市场基础制度, 明晰产权界定、 流通规则与收益分配机制, 为

要素的跨域流动与高效组合提供数字化的 “操作系统” 。 与此同时, 必须强化顶层设计与政策协同, 打

破部门与区域壁垒, 促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规划与创新激励、 就业促进、 金融改革、 社会保障等政策

的系统集成。 这要求推动数字基础设施与区域创新体系、 统一劳动力市场、 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紧密

耦合, 引导技术、 人才、 资本等要素沿数字化通道向先进生产力集群汇聚, 并特别强化数字技术在绿

色低碳等新兴要素配置领域的应用。 最终目标是构建一个以高质量数字设施为底座、 以市场化机制为

核心、 以协同化政策为支撑的要素配置生态系统, 为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提供持

续而稳固的系统动力。
第三, 实施差异化与精准化的区域推进策略, 破解数字红利的释放瓶颈。 鉴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

影响效应在资源型城市、 老工业基地城市及欠发达地区相对较弱, 相关政策需避免 “一刀切”。 对于资源

型城市和老工业基地城市, 应推行 “数字基建+” 综合配套改革, 将网络建设与产业多元化培育、 国有企

业改革、 营商环境优化等措施协同推进, 着力打破制约要素流动的体制性壁垒, 为数字技术融入传统生

产体系创造制度接口。 对于欠发达地区, 除持续改善网络条件外, 更需通过专项人才计划、 数字化技能

培训、 引导金融科技服务下沉等方式, 系统性培育本地的技术吸收能力与互补性资产, 帮助其将数字接

入优势切实转化为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的实际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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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Digital
 

Infrastructure
 

on
 

Factor
 

Market
 

Allocation
TIAN

 

Xinbao,
 

WANG
 

Xinran
(Shanxi

 

University,
 

Taiyuan
 

030006)

Abstract:
 

For
 

a
 

long
 

time,
 

China􀆳s
 

factor
 

markets
 

have
 

been
 

characterized
 

by
 

pronounced
 

allocation
 

distor-
tions

 

and
 

regional
 

segmentation.
 

These
 

distortions
 

hinder
 

the
 

efficient
 

reallocation
 

of
 

production
 

factors
 

from
 

low-
productivity

 

to
 

high-productivity
 

sectors,
 

resulting
 

in
 

substantial
 

efficiency
 

losses
 

due
 

to
 

resource
 

misallocation.
 

This
 

has
 

become
 

a
 

fundamental
 

constraint
 

on
 

the
 

development
 

of
 

a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and
 

high-quality
 

econom-
ic

 

growth.
 

Against
 

this
 

backdrop,
 

the
 

rapid
 

expansion
 

and
 

diffusion
 

of
 

digital
 

infrastructure
 

provide
 

new
 

technologi-
cal

 

pathways
 

for
 

alleviating
 

factor
 

market
 

distortions
 

and
 

optimizing
 

resource
 

allocation.
This

 

study
 

takes
 

the
 

“Broadband
 

China”
 

pilot
 

city
 

policy
 

as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Using
 

panel
 

data
 

from
 

275
 

prefecture-level
 

and
 

above
 

cities
 

in
 

China
 

from
 

2012
 

to
 

2023,
 

and
 

applying
 

a
 

double
 

machine
 

learning
 

ap-
proach,

 

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the
 

impact
 

of
 

digital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on
 

factor
 

allocation
 

effi-
ciency

 

and
 

its
 

underlying
 

mechanisms.
 

Factor
 

allocation
 

efficiency
 

and
 

distortion
 

are
 

measured
 

across
 

three
 

dimen-
sions-capital,

 

labor,
 

and
 

the
 

overall
 

market-while
 

the
 

transmission
 

channels
 

and
 

heterogeneous
 

effects
 

are
 

further
 

explor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digital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significantly
 

improves
 

factor
 

allocation
 

efficiency
 

and
 

effectively
 

alleviates
 

distortions
 

in
 

capital,
 

labor,
 

and
 

the
 

overall
 

market.
 

Mechanism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digital
 

infrastructure
 

promotes
 

factor
 

allocation
 

efficiency
 

through
 

three
 

main
 

channels.
 

First,
 

it
 

enhances
 

urban
 

innovation
 

capacity,
 

including
 

overall
 

innovation
 

output
 

and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Second,
 

it
 

optimizes
 

the
 

labor
 

mar-
ket

 

structure
 

by
 

expanding
 

employment
 

scale
 

and
 

improving
 

job
 

quality.
 

Third,
 

it
 

facilitates
 

the
 

development
 

of
 

dig-
ital

 

finance,
 

thereby
 

broadening
 

the
 

scope
 

of
 

financial
 

services
 

and
 

improving
 

capital
 

allocation
 

efficiency.
 

The
 

re-
gression

 

coefficients
 

for
 

all
 

three
 

channels
 

are
 

significantly
 

positive,
 

confirm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transmission
 

mechanisms.
Heterogeneity

 

analysis
 

further
 

shows
 

that
 

the
 

effects
 

of
 

digital
 

infrastructure
 

on
 

factor
 

allocation
 

are
 

more
 

pro-
nounced

 

in
 

non-resource-based
 

cities,
 

non-traditional
 

industrial
 

bases,
 

and
 

economically
 

developed
 

regions,
 

indica-
ting

 

that
 

the
 

effects
 

are
 

significantly
 

moderated
 

by
 

urban
 

resource
 

endowments,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s,
 

and
 

technological
 

absorption
 

capacity.
This

 

study
 

integrates
 

digital
 

infrastructure
 

and
 

factor
 

market
 

allocation
 

into
 

a
 

unified
 

analytical
 

framework.
 

Based
 

on
 

a
 

nationwide
 

city-level
 

sample
 

and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design,
 

it
 

provides
 

robust
 

micro-level
 

evi-
dence

 

for
 

understanding
 

how
 

digital
 

technologies
 

alleviate
 

factor
 

distortions
 

and
 

promote
 

coordinated
 

regional
 

devel-
opment.

 

In
 

addition,
 

this
 

study
 

identifies
 

three
 

key
 

transmission
 

channels,
 

namely,
 

innovation
 

capacity,
 

labor
 

mar-
ket

 

structure,
 

and
 

digital
 

finance,
 

and
 

clarifies
 

the
 

boundary
 

conditions
 

under
 

which
 

these
 

effects
 

operate,
 

offering
 

important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advancing
 

market-oriented
 

factor
 

reforms
 

and
 

designing
 

a
 

differentiated
 

policy
 

framework.
Keywords:

 

digital
 

infrastructure;
 

factor
 

market
 

allocation
 

efficiency;
 

Broadband
 

China;
 

double
 

machine
 

learning;
 

factor
 

distor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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